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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经济社会史】

略论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技术引进

●肖 翔1，武 力2

( 1．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，北京 100081; 2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，北京 100009)

内容提要: 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实行了赶超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，技术引进无疑是后发国家最快捷的发展道路。1949—1978
年，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: 50 年代以“156”项为核心的从苏联的大规模技术引进; 70 年代前期以“四三方案”为核心的

从西方大规模的技术引进;“文革”结束后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大规模技术引进。这个时期的技术引进集中于重工业领域与实现

工业赶超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。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”，通过大规模高端的技术引进

实现跨越式发展;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技术引进的决策权过于集中，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不足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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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，

但是却面临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匮乏、工业技术水平落后、
市场残缺以及国际形势严峻等多重约束。中国与工业发达国
家巨大的技术落差，给了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工业化赶超的

契机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政府在 1949—1978 年间进行了三
次大规模技术引进，即: 20 世纪 50 年代的“156”项建设; 70 年
代初期的“四三方案”; 70 年代末期的大规模引进。三次大规
模技术引进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总结 1949—
1978 年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历史经验，对理解中国大国国
情，研究今天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历史进程仍有着积极

的借鉴作用。
虽然当前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，对于后发国家通过先发国

家的技术扩散①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有较深入的研究。但是主
流经济学的研究大多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，企业为追求利润最

大化而进行的技术引进。这些理论与中国 1949—1978 年计划
取代市场和企业缺乏自主权的条件下，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有

较大差距。当前学者对于后发国家(地区)的“雁形战略”②也有许多讨
论，这些研究大多以日本与亚洲“四小龙”为蓝本。这些东亚国
家(地区)抓住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历史契机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

通过财政政策、产业政策等手段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引进，完
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。这些国家(地区)与

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的技

术引进的历史过程仍有较大差异。中国学术界对 1949—1978 年
间技术引进的决策过程、具体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许多研
究③，但从大国视角下对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还

有待深入。本文拟立足于现有研究成果，从政府主导工业化的
角度，对 1949—1978 年技术引进与中国大国工业发展的关系进
行研究，探寻中国这一时期技术引进在取得一定成就同时并未

使经济“蛙跳”④的原因。
一、20 世纪 50 年代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技术引进
新中国技术引进的第一次高潮是以苏联援建的“156”项为

核心的大规模技术引进。这次技术引进为中国打下工业化基
础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( 一) 技术引进的历史背景

虽然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启动了工业化历程，但是在帝

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阻碍下，中国工业化进程缓
慢。1949 年，中国的工业总额仅仅占工农业产值的 15． 5%，而重
工业仅仅占 4． 5%［1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国际上形成
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

营。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，不仅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
方世界对中国敌视和封锁，而且美国比中国强大这个事实和紧

张的国际关系，使得中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，优先发展重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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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加强国防力量成为新中国的首要任务。在严峻的国际环境

下，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政策，同

时苏联也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。在整个 50 年代，中国

的工业化是在积极寻求、也确实得到了苏联全面援助条件下开

展的，因此，自然也学习苏联的经验，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

赶超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。
( 二) 50 年代技术引进的具体内容

在苏联援助下，贯穿 50 年代的“156”项重大项目的建设，是

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。“156 项”中实际施工的为 150
项，其中在“一五”计划期间开工的有 147 项，“二五”时期开工 3
项［2］。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

弱的情况，国家安全在“156”项中被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，

另一方面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，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

颈。因此“156”项主要集中于能源工业、军事工业、机械工业等

重工业部门。
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技术引进也出现了急躁情绪。1958 年两国

换货总额超过了预订计划，苏联超额提供了汽车、农业机械、石
油、石油产品、动力设备和其他产品［3］。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

化，1960 年苏联撤回专家，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中断。
据对外经贸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统计，新中国第一次

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消耗外汇总额约折合 27 亿美元［4］14。从技术

引进的结构来看，我国主要引进内容一是成套设备合同，实际消

耗的外汇占全部金额的 89． 3% ; 二是单项技术设备与生产线进

口合同，消耗外汇金额占 9． 7% ; 三是技术资料、图纸与技术合作

合同，消耗外汇金额占 1%。但是当时取得技术资料、图纸的费

用很低，几乎只是复制的工本费，并不需要支付专利费等。因此

尽管消耗的金额不多，但引进技术的数量是不少的。如当时从

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技术资料约达 4 000 多份，包括工程设计

资料、设备制造图纸、生产工艺资料以及农业、林业、卫生等各方

面的技术资料［4］。苏联向我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 1953
年就达 23 吨，1954 年为 55 吨［2］159。

( 三) 技术引进对工业化的作用

我国 50 年代的技术引进大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投产，为我国

重工业优先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但这次技术引进也存在一些

问题。
( 1) 政府集中力量向苏联大规模的引进重工业项目，在资本

积累的过程中蕴含了技术进步，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基

础。例如，在苏联的援助下，煤炭工业已建成年产能力达 300 万

吨的海州露天矿，能力达 90 万吨的辽源中央竖井、鹤岗东山竖

井等，这 些 矿 井 都 是 用 当 时 苏 联 最 新 机 械 化 技 术 装 备 起 来

的［2］319。在这一时期，机械工业取得了汽车、拖拉机、石油化工

设备、发电设备、工程机械、冶金矿山设备等制造业从无到有的

突破，还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机床工具、机车车辆和造船工业。
初步形成哈尔滨、洛阳、西安、兰州等一批新的机械工业基地［5］。

( 2) 在设备引进的同时，中国抓住时机积极学习科学技术，

在苏联帮助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技术人员，为中国日后自力

更生发展工业化打下了基础。“一五”期间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

到中国工作的专家达到 8 000 多人，还为中国培养了 7 000 多人

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［6］。作为“156”项重点项目的鞍钢委托

国内 28 个城市 237 个工程按照苏联图纸或仿造样机，试制机械

设备 52 种和电器设备 317 种，两项占该三项工程设备总量的

15%。针对设备管理，苏联专家还向鞍钢提供了 18 种管理表

格。鞍钢于 1951—1957 年间陆续派遣了干部、技术人员和工人

共 845 名去苏联的钢铁企业、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学习、考察、
培训，学习苏联冶金生产技术、建设和管理经验，时间长则 2 ～ 3
年，短则 3 ～ 5 个月。为在国内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，苏联专家

还在 1949—1960 年间讲授了 2 800 余场次技术课程［3］52。
( 3) 苏联援建的“156”项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，改善了我

国的工业区域布局。中国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，苏联援建的

“156”项目，遍布东北、中、西部地区。“156”项主要分布在哈尔

滨、长春、沈阳、西安、洛阳、株洲等地。106 个民用工业企业中，

东北拥有 50 项( 占总项目的 47% 以上) ，中部与西部分别拥有

31 项与 24 项; 在 44 个国防企业中，有 35 个布置在中、西部地

区，其中 17 个安排在陕西省⑤。使得原本技术落后、工业化较低

的地区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改进。
( 4) 50 年代的技术引进是在计划替代市场的基础上进行

的，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浓厚。在市场经济中，先发国家的企业为

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技术转移，后发国家的企业为寻求利润最

大化而进行技术引进，这一过程是分散而渐进的，政府的干预也

更多体现间接的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手段。我

国向苏联的技术引进，则更多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，这种

机制排斥了企业作为技术引进的主体地位。这固然与我国落后

大国赶超工业化的国情相关，但在客观上也存在决策过于集中、
论证仓促等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国这次技术引进在追求建立

完备工业体系的同时，夹杂着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因

素。当中苏关系处于“蜜月”阶段的时候，中国尚能得到苏联的

援助。但当两国出现分歧，乃至两国关系破裂之时，技术引进则

被严重干扰。
( 5) 苏联援助的“156”项的建设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引进，而

且在项目管理，科研体系，企业的运行等制度层面都深深打下了

“苏联模式”的烙印。“156”项建设同时我国引入苏联的科技模

式，形成了主要涵盖中科院、部委的研究与设计院和高等院校组

成的科研体系。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并未确定，它造成的“路径

依赖”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深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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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文革”时期从西方国家的技术引进

随着中苏交恶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，中国 60 年代初期曾

经向西方国家进行技术引进，但是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与自身

认识的局限，导致这次技术引进规模不大。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
中的“四三方案”成为了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。

( 一) 引进的历史背景

从 1970 年到 1971 年期间，国民经济出现了两年“过热”和

“三个突破”( 职工人数突破 5 000 万人，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

元，粮食销量突破 800 亿斤) ［7］“三个突破”超过了国家财力、物
力的承受限度，导致国内经济紧张。虽然通过精简职工，下马项

目可以缓解国民经济紧张。但从长远来看，需要加强长期被重

工业挤压的农业与轻工业的供给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紧运

行的局面。
我国进入 70 年代之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有所改善。

1971 年 10 月 25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。
1972 年 2 月 21 日，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，中美关系开始走

向和解与关系正常化。这使得我国逐步打破与西方世界长期隔

绝的局面，为我国技术进步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。20 世纪 70
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也迫使其有资本输出的需求。这些历

史环境都给我国“四三方案”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但是

“四三方案”的执行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

的，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
( 二) 技术引进的主要内容

70 年代前期，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国际

国内形势的有利条件，作了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中国

新兴石油化学工业建设的决策，同时针对基础工业中的薄弱环

节相应地引进部分设备和装置。
1973 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《关于增加设备进口、扩大

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》，指出: 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 43 亿美元的

成套设备。其中包括: 13 套大化肥、4 套大化纤、3 套石油化工、
10 个烷基苯工厂、43 套综合采煤机组、三个大电站、武钢一米七

轧机，及透平压缩机、燃气轮机、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［8］。这

个方案是继 20 世纪 50 年代的“156”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

引进，被称为“四三方案”。在此方案基础上，又陆续追加了一批

项目，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51． 4 亿美元。利用这些设备，通过国

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，兴建了 26 个大型工业项目，总

投资额约 214 亿元［9］。这些项目对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。尤其

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，既为从数量上和质量

上为解决人民“吃穿用”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后来工业现

代化建设、调整产业结构、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打下了重要

的基础［10］69。
( 三) “四三方案”对工业化的影响

“四三方案”是在“四人帮”不断干扰下，在“文革”特定的历

史背景下进行的技术引进。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深远

的影响。
( 1) “四三方案”引进项目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，主体基本

上体现了 60 年代以来国际上技术革新的主要发展方向，如大力

发展石油化工和合成材料、设备的大型化、自动化和使用计算机

对生产进行动态控制等。从而使有关行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，

生产、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的精确度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。
例如，武钢引入的 1 700 毫米轧机是 70 年代世界先进技术，具有

大型化、高速化、连续化和自动化的特点，主要生产作业线分别

由电子计算机、信号装置、仪表和工业电视进行自动控制［10］69。
同时，引进项目的投产，对上、下游的相关行业、生产配套企业以

及设计施工、科研、设备制造等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技术推动作

用; 对同类产品企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，为中国日后经济

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( 2) “四三方案”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投资共计 136． 8 亿

元，占全部投资的 63． 8%。其中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辽阳石油化

纤总厂、四川素尼纶厂、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厂 5 项解决

穿衣问题共占项目总投资的 25． 39%［11］。虽然这些投产项目在

70 年代末、80 年代初才陆续投入生产，但是这些项目为我国 80
年代轻工业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例如上海石化总厂 77 年

一期工程投产后，每年向全国提供人均 1 米的化纤织物，为缓解

“穿衣难”做出了贡献。1981 年就收回一期工程的投资［12］。
( 3) “四三方案”更多注重硬件 ( 机器设备) 引入，而对软件

( 技术专利) 引入有所忽视，而且存在重复引入的问题。我国在

技术引进过程中，仍把重点集中在生产能力方面。1972—1977
年我国引进基础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工艺设计以及设备制造技术等

软件合同仅有 9 项 ( 这一时期签订的软件技术合同总数为 216
项) ，花费不过 1． 1 亿美元( 总计花费 5． 6 亿美元) 。我国还出现

了重复引进机器设备的现象，如从 1973 年 2 月———1974 年 2
月，就曾成批重复引进同样规模与产品的 13 套大型氮肥成套

设备［4］66。
( 4) 由于“四三方案”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推行的，“四人

帮”的政治干扰严重影响了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。例如，“四人

帮”曾抓住在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引进过程中美国公司赠送中国

玻璃蜗牛小礼品的事情，大做文章，炮制了“蜗牛事件”的政治闹

剧，影响了技术引进的步伐。受“文革”的影响，24 个规定在

1979 年底以前交接验收的成套设备项目( 以企业为单位) ，只有

14 个在 1979 年底前完成了考核验收，这 24 个项目的 57 个引进

合同中，只有 11 个合同是按规定进度进行交接验收或推迟时间

不超过 3 个月［4］58 － 59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，

“四三方案”还存在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。例如，没有天然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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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，也要建一个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。结果云南比泸州

建立同规模的天然气化肥厂要多花费 1 000 万美元的外汇和近

3 000 万元人民币的国内投资［13］。
三、改革开放前夕的大规模技术引进

70 年代末期，我国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的背景下，为推

动经济的飞跃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，这次技术引进

带来了国民经济紧张局面。
( 一) 技术引进的历史背景

1976 年我国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，使得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

一步拉大，我国政府有着让经济迅速赶超的愿望。全国计划会

议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《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》中提出

“六五”时期，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 120 个大项目，其中包括 30
个大电站、10 个大钢铁基地、10 个大油气田、10 个大化纤厂等项

目［14］。各部门也纷纷提出自己的高指标。煤炭部提出 1987 年

煤炭产量赶上美国，突破 10 亿吨。冶金部提出，到 1985 年全国

钢产量达到 6 000 万吨，力争 7 000 万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强

调指出，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［15］。为争取新的“跃

进”，中国政府主导了改革开放前的第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。
( 二) 技术引进主要内容

1978 年 3 月中央批准各部门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的

总额为 85． 6 亿美元，当年成交额为 59． 2 亿美元，使用 11． 7 亿美

元。6 月 30 日华国锋在听取访问欧洲代表团汇报时说: 日本搞

现代化只有 13 年，德国、丹麦也是十几年［16］。今年我们起步是

3 000 万吨钢，日本起步时只有 2 200 万吨钢。我们可以赶上去。
现在法国已经提出二十几亿美元供我使用，实际上还可以更多，

50 亿也可以，西德提出 200 亿，日本更积极。要想开一点，谈判

时间过长不行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，把大单子开出来，然后一

批一批地去搞［17］。1978 年全年共签订了 78 亿美元的引进项目

合同，都要用现汇支付，确定的 1978 年至 1985 年引进规模由原

来的 65 亿美元增加到 180 亿美元。为了支付到货的设备款，中

国银行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共筹

集到 51 亿美元，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，年利高达 15% ～
16%。而且，按引进 1 美元国内配套建设 4 ～ 5 元人民币计算，这

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 500 多亿元［18］。这些都大大超过了我

国的承担和消化能力。而且这次技术引进在“跃进”的气氛下较

为草率，有的协议甚至在国外的宴会上就签订了。仅 1978 年 12
月的最后 10 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 31 亿美元的协议，

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，给以后造成了隐患［19］。
按 1978 年签订引进合同的主体部分 ( 即 64 亿美元的项目

部分) 进行计算，成交金额中化工与石油化工占 44%，冶金工业

占 26%，能源工业占 19%，机电工业占 6%，纺织工业占 4%，其

他占 1%。1978 年签订的合同金额中用于成套设备和设备进口

的占全部的 98． 6%。其中有近 80%，即 60 亿美元左右，用于引

进新的大型成套设备［4］75 － 76。
( 三) 第三次技术引进高潮对工业化的影响

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引进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在传统经

济模式下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，在提升我国技术

水平的同时也有其历史局限。
( 1) 这次技术引进集中引进知识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的产

品，建立了宝钢、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等先进的工厂，提升了技

术水平。例如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规模最大、投资最多

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。它集中了世界上 70 年代后期钢铁工

业方面的先进技术，与国内一般钢铁厂相比具有设备大型化、生
产连续化、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多、自动化程度高、劳动生产率

高、能耗低、环境保护水平高等主要特点。成为 80 年代中国最

大的冶金设备［20］。咸阳彩色显像管总厂成为当时我国引进技

术设备生产显像管的现代化唯一厂家。1982 年国家验收委员会

进行验收投产，认为工艺技术达到世界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

的水平［21］。
( 2) 这次技术引进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之后进行的

大规模技术引进，存在引进速度太快、规模太大，导致本已脆弱

的国民经济更加紧张，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。1978 年底，以工业

为主的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为 65 000 个，总投资需 3 700 亿元。
1978 年国家从国外进口钢材 830． 5 万吨，比 1977 年钢材进口增

长 65%，进口钢材已相当于当年国内产量的 37． 6%，但是仍然供

不应求［22］。1978 年重工业增长了 15． 6% ; 而轻工业只增长了

10． 8%，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为 44: 56。市场紧张局面加剧，市

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差额，1978 年竟高达 100 多亿元。重工

业过快发展还导致了能源短缺，1977 年和 1978 年，全国约有 1 /4
的企业因缺能而开工不足［23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国又向外国借

贷大量资金开始大规模的“跃进”，1978 年在建大中型项目比

1977 年增加 300 多个; 签订了 78 亿美元引进项目合同，仍有 50
亿美元的合同待签［24］，国家财政压力巨大，国民经济紧张。

( 3) 这次技术引进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运行了 20
多年基础之上进行的。虽然当时党和政府出于把“文革”耽误的

时间追回来的强烈愿望，在技术引进之时也比较注重农业化肥、
化纤等项目的引进，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活力不足，在没有激活企

业和职工积极性的条件下，大规模的仓促技术引进不仅带来国

民经济紧张，而且并不能使工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。
1979 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，许多技术引进项目都缓建与停

建。在 22 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工程中，仅咸阳彩色显像管总

厂、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 9 项 1978 年基本完成。其余包括宝钢

在内的大部分项目都因国内经济调整以及其他原因缓建，兰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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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革工程还被迫停建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此后的技术引

进中，改变了中央集中决策、国家计委统一规划和审批、各部组
织实施的间歇性引进成套设备方式，而是实行持续的、单项和分
散的引进，并且还采用了独资、合资、合作生产等方式［11］94。

四、技术引进的历史经验与启示

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曾指出:“正是科学，尤其是自然科学，

为工业开辟了如此宏伟的前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科学与工业
的关系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”［25］。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工业化的
重要引擎，如何利用技术引进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更是后发
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。经过三十年的大规模技术
引进，中国提升技术水平，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。但是与同时期
的日本、“亚洲四小龙”相比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并不如人
意。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，大规模引进美国、西德等
国家技术，把重点放在一些实用性技术上，并注意对国外技术的
消化、吸收大大提高了自身水平，逐步成为世界技术强国。1960
年日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是欧洲国家一半，美国钢铁工
业的 1 /3。到 80 年代初期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 倍多超
过欧洲和美国［26］。“亚洲四小龙”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
代，积极引进外国技术，并加以消化吸收，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
迅速发展，创造了“亚洲奇迹”。与这些国家(地区)相比，中国虽然进行
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，但是 1978 年中国远未实现工业化与
技术水平的赶超，甚至在许多工业部门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工业
技术水平的差距。今天回顾我国 1949—1978 年赶超过程中的
三次大的技术引进，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启示。

( 一) 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与中国后发大国国情密切相关

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、技术落后，不仅与欧美等先
发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，与苏联、东欧等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也
存在较大距离，中国有着通过技术引进，实现工业赶超的巨大空
间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中国作为大国，迫切需要建立完备的工业体
系、巩固国家安全，1949—1978 年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集中于重
工业⑥，就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。三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推
动了中国完备工业体系的建立，提升了中国工业技术水平;另一
方面，由于其更侧重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技术引进，许多作用
的显现具有长期性，在短期可能会带来国民经济的紧张。例如
70 年代末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就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衡，迫使
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。

( 二) 中国强势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是这一时期重要特点

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积累⑦是后发国家跨越
“贫困性陷阱”的关键。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，资本积累与技术
进步并不是割裂开来的，后发国家通过直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
的机器设备，让先进的技术内嵌于⑧资本积累之中是推动后发国
家工业化的重要手段。与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进行

的技术引进不同，中国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是由政府立足中国

后发大国国情，为建立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服务的。在资金匮
乏的情况下，中央政府集中决策选取中国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
节集中突破。凭借强大的动员力，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动
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，直接兴建或扩建了鞍山钢铁厂、燕
山石化、上海宝钢等一大批大型企业，对突破工业发展技术瓶颈
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虽然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模式，有助于克服资本的短缺和
推动技术提升;但并未能带来中国经济的“蛙跳”。这里不但有
技术引进本身的原因，也有经济体制和基础薄弱等因素。在这
里主要讨论前者。笔者认为政府主导技术进步的缺陷主要有以
下几个方面: ( 1)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，技术扩散通常是一个连续
而且缓慢的过程［27］。1949—1978 年中国的技术引进则表现为
间断的、集中的大规模技术引进，虽然在早期通过大规模的技术
引进可以迅速填补技术空白、提升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。但这
种间断的，集中的技术引进，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、技术和经济
的日益复杂，将越来越不适应工业化的需要。( 2) 我国三次技术
引进是在排斥市场的基础之上进行的。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，

通过政府大规模技术引进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突破
工业发展的技术瓶颈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政府直接进行的技术引
进也存在效率低的问题。在大规模技术引进过程中，有些项目
论证仓促，存在成批重复引进的问题。如化工部 1978 年共对外
签订了 5 套 30 万吨乙烯装置，除了燕化的 1 套后来未生效外，其
余 4 套有 3 套是与日本东洋工程株式会社在相隔一天先后签订
的［4］76。( 3) 政府进行的技术引进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。例如，

“156”项在引进过程中受到“大跃进”的冲击; “四三方案”在执
行过程中，受到“四人帮”的严重干扰; 70 年代末期的技术引进
也受到了当时主要领导人“大干快上”的影响。这些都不利于技
术引进的效率。

( 三) 后发大国工业发展需要正确处理技术引进与技术消

化、技术创新的关系

我国 1949—1978 年的技术引进显示出比较突出的“移植
型”工业化，一方面表现为直接从国外引入成套设备和关键技
术;另一方面，党和政府也大力提倡技术的消化、吸收和创新，推
动引进技术的扩散。1950 年毛泽东就提出，鞍钢“不但要出钢
材，也要出人才”。鞍钢累计⑨支援全国各地干部、技术工人达 5
万多人，并为各地代培干部、技术工人、实习生 11 万多人［28］。
“四三方案”与 70 年代末期的技术引进也为技术扩散起到了重
要作用。例如，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建设项目，其中涤纶
一厂、二厂、三厂的 8 套聚酯生产装置全部由西德吉玛公司引
进，涤纶一厂、二厂 16 条纺丝生产线，2 条从日本东洋纺织株式
会社引进，其余 14 条生产线根据同时引进的工艺、技术、设备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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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图纸，由国内组织生产制造［29］。这些努力都对中国人力资本

积累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但这个时期我国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更侧重于设备的引进，

到 1979 年为止，中国引进技术所花的 140 多亿美元外汇中，用于

进口成套设备的占 93%［23］599。真正引进基础设计、产品设计、
工艺技术以及设备技术等软件合同较少。在工业化早期，成熟

的设备引进固然可以填补工业空白，但是在 70 年代我国已经具

备了工业基础和人才以后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还集中在设备上，

则不利于我国的技术模仿和吸收，当然这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

观念下，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。由于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创

新激励不足，科技人员地位低( 1978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

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) ，科研单位与企业的脱节

等，都导致了 60—70 年代成套设备引进后的技术扩散和创新并

不理想。例如我国 70 年代初，骨干企业所使用的工艺装备基本

上仍停留在 50 年代从苏联或东欧引进的技术水平。长春一汽

的解放牌载货汽车，是仿苏五十年代初期( 实际上在国际上是四

十年代) 产品。到 1965 年苏联已两次改型，而第一汽车制造厂

虽曾试制了两轮新产品样车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一直拖延到 20
世纪 80 年代初才实现更新换型［5］51。随着世界技术进步，引进

设备老化，就不得不在 70 年代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引进，陷入了

“引进—落后—再引进”的循环。
( 四) 大国产业区域布局与技术引进关系密切

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技术引进的影响

很大。受国家经济安全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影响，“156”项

中，东北地区占了 56 项，西部地区也占了 48 项，而东部沿海地

区仅北京占了 4 项。70 年代以来，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，我

国的技术引进开始比较注重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，在 1972
年成套引进的 26 个项目中，东部沿海地区占 10 项。但区域的

均衡发展仍是这一时期产业布局的主要战略思想，中西部地区

的仍有 12 项，东北地区有 4 项。1978 年引进的 22 个项目中( 其

中有 1 项为引进 100 套采煤设备) ，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有 11
项，东部沿海地区占 9 项。政府主持的技术引进，较大程度地提

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技术水平，实现了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跨

越式发展。例如新中国建立前，陕西省只有两百多个工业企业，

其中绝大多数是半机械半手工操作的中小工厂，设备陈旧，技术

低劣［30］。“一五”计划时期，我国政府将 156 项中的 24 个项目

安排在陕西，建立了 7 个民用项目、17 个军用项目，建立了航空

工业、电子工业和兵器工业等支柱性产业，改变了陕西落后的工

业面貌。在 1978 年成套引进的 22 个项目中，四川引进了长寿维

尼纶厂、泸州天然气化工厂、四川化工厂等三大项目。四川维尼

纶厂利用四川天然气资源，在国家统一部署下，引进法国、日本

先进设备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。1980 年 5 月和 6 月，纺织工业部

分别在江苏无锡，福建永安召开全国维尼纶短纤质量评比会和

全国 PVA 行业评比交流会，四川维尼纶厂维尼纶短纤均被评为

全国优良产品，达到了上海石化总厂的先进水平［31］。
( 五)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，既需要实现经济赶

超，又需要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，并争取相应的国际地位

如何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，抓住机

遇发展自我，成为我国 1949—1978 年面临的重要问题。中国的

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，与国际政治、国际形势密切相关。新中国

建立后，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紧张。中

国抓住“一五”时期苏联答应全面援助的有利时机，积极引入先

进技术，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。但随着中苏交恶，中国从社会主

义国家的技术引进基本停止。70 年代以后，随着中国与西方世

界关系缓和，我国又开始积极从西方世界大规模引进技术，提升

了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。历史经验证明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，必

须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引进，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，更

重要的是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

赶超，并在国际政治中争取主动。
1949—1978 年由政府主持的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，为建立

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、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做出了历史贡献。
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推进，经济运行日益复杂，这种技术引进

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因此它必然随着改革开放

而发生变革。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

大国因素研究( 1949—2010) ”( 11BJL015) 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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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而并不首先运用新技术，而后发国家则由于缺乏经验与低工资，则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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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蛙跳”。参见: EliseS． Brezis，PaulＲ． Krugman，Daniel． Tsiddon，“Leapfrog-
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: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-
calLeadership”，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，Vol． 83，No． 5 ( Dec． ，

1993) ，pp． 1211 － 12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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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: 415、416 页资料计算。
⑥ 虽然“四三方案”加大石油化工方面的引进，为 80 年代轻工业的发展

打下了基础。但一方面石油化工领域仍属于重工业部门，而冶金等部门

仍然占“四三方案”的相当大的比重。
⑦ 参见: Kevin M． Murphy，Andrei Shleifer，Ｒobert W． VishnySource:“Indus-
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Author( s) ”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，Vol．
97，No． 5( Oct． ，1989 ) ，pp． 1003 － 1026． Published Nurkse，Ｒagnar．“Prob-
lemso 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”． N ew York: Oxford
Univ． Press，1953． Ｒosenstein － Ｒodan，Paul N．“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
of Eastern and South － eastern Europe．”Econ． J． 53 ( June － September
1943) : 202 － 11． Ｒostow，Walt W．“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: A Non －
Communist Manifesto”．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． Press，1960．
⑧ 赵志耘等．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: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

型事实［J］，经济研究，2007 ( 11 ) ，对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

的关系有较深入论述。
⑨ 鞍钢市志下限为 1985 年末，故推断截至 198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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